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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俗化”到“新启蒙”
——论赵树理对“民族形式”讨论的介入

林培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 “民族形式”讨论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发起的文化运动， 旨在构建现代民族国

家的意识形态。赵树理于 1941 年发表的两篇文章《通俗化“引论”》和《通俗化与“拖住”》批判了“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论， 明确

提出“通俗化”是“新启蒙”的关键途径， 主张通过“普及”与“提高”的辩证统一来实现文艺的“民族形式”。赵树理的“通俗化”

文艺观为理解“民族形式”讨论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地方性”视角， 有助于深化对二者历史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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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opularization” to the “New Enlightenment”： On Zhao Shuli’s 
Engagement with the Discussion on “National Form”

LIN　Peiyuan

（Facu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The debate on “national form” was a cultural movement initi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o achiev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iming at constructing the ideology of a modern nation-state.  In his articles Introduction to Popular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and “Holding Back” published in 1941， Zhao Shuli criticized the thesis centered on the 

“central source” of national form， arguing that popularization was key to achieving the goals of the “new 
enlightenment”.  He proposed that this c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popularization” and 

“elevation”.  Zhao Shuli’s perspective on popularization offers a “local” viewpoint that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national form”，  the “new enlightenment” move⁃
ment， and his own literary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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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叙述常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准绳， 
将“民族形式”讨论、 “五四”新文学与 1930年代的“文

艺大众化”纳入同一谱系。在这一谱系中， “民族形式”

讨论与“文艺大众化”成了前后延续的关系。既往有

关“民族形式”讨论的研究聚焦于何为“民族形式中心

源泉”［1］、 “民族形式”与人民文艺、 革命文艺的关系［2］

及“民族形式”与当代文学的生成［3］等话题， 对于“民

族形式”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则关注不够［4］。本文

以赵树理对“民族形式”讨论的介入为例， 探究二者之

间的互动。首先， 赵树理在抗战初期的通俗化实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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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形式”讨论在时间上大致重合； 其次， 赵树理在

1941 年发表的《通俗化“引论”》和《通俗化与“拖住”》

中提出“通俗化”是完成“新启蒙”的理想途径， 直接回

应了“民族形式”讨论， 由此形成理解“民族形式”讨论

的一种地方性话语。对此展开重读， 有助于我们进一

步思考“通俗化” “新启蒙”和“民族形式”三者错综的

历史关系。

1　从阶级论到民族主义： “民族形式”讨论

内涵的衍变

为了厘清赵树理的通俗化与“新启蒙”运动及

“民族形式”的关系， 有必要首先回溯“民族形式”讨

论的历史。作为一个口号， “民族形式”最早出现于

1938 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

阶段》报告：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

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534 “国际

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必须相结合， 方能创造出

“新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

风和中国气派”［5］534。这一倡导在解放区得到柯仲

平［6］4-6、 何其芳［7］和周扬［8］等人的热切回应， 随后也

在国统区引起反响［9］。1939 年 4 月 16 日， 《文艺战

线》刊登艾思奇的《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10］和陈

伯达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11］， 由此开

启了延安“民族形式”讨论； 1939 年 6 月 25 日， 延安

《文艺突击》刊出“民族形式”讨论的系列文章； 同年

11 月 16 日， 《文艺战线》推出“艺术创作者论民族形

式问题专辑”， 此专辑部分文章与《文艺突击》有重

复， 侧重从广义的艺术领域（音乐、 美术、 诗歌、 文
艺、 文学等）来讨论“民族形式”。经过左翼知识分

子群的阐发， “民族形式”从文化政治领域向文艺/
文学领域渗透， 在延安地区引起高度关注。1940 年

1 月 9 日，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

义的文化》中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强
调“中国文化应该有自己的形式， 这就是民族形式。

民族的形式， 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

天的新文化”［12］。  “民族形式”的讨论最早从延安地

区开始， 随后逐渐扩展到重庆、 桂林、 香港、 晋察

冀边区等地， 进而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从宏观层面看， “民族形式”讨论是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 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历

史格局中展开的， 由中国共产党所发起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果， 回应的是建设独立的现

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需求。从具体历史情境来

看， “民族形式”讨论是左翼知识分子、 中共文艺理

论家谋求“领导权”的一场文化政治之争。因此， 这
场论争从一开始就面临两股力量的夹击： 其一是以

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 其二是党内以王明为代表

的文化理论传统。二者处于对立的两极， 向任何一

方发起攻击， 都像是对另一方靠近。鉴于此， “民

族 形 式 ”讨 论 需 要 小 心 绕 开 语 言 和 逻 辑 的 陷

阱［13］120， 其亟需处理如下几个议题： 抗战形势下如

何重估“五四”新文艺运动， 如何“利用旧形式”、 民
间形式、 旧形式等。为解决这些议题， “民族形式”

有效地吸收了晚清民国以来“启蒙”与“革命”的话

语资源。沿此， 论争的重心就落在了如何征用及合

法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上； 或者说， 到此阶段， 
1930 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存在的“文艺与阶级

性的问题”［14］就被“‘民族形式’与‘地方形式’的关

系”［14］所取代， 其背后的动力乃是建立现代“民族国

家”文化共同体的强烈诉求。民族主义在晚清成为

革命派、 改良派共同认识的基础。  “大革命”以降， 
它在国民党政党政治建构中又成为保守主义和文

化专制主义的代名词。抗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一情

形。因此， “民族形式”讨论， 说到底关涉的还是争

夺“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国际形态和国内抗战的严峻情势共同构成了

民族形式诞生的语境。国民党的做法是以民族主

义意识形态争夺“文化领导权”； 与此相对， 中国共

产党理论家们需要完成从阶级论向民族论的转化， 
继而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赢得合法性

奠定基础——此即“民族形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核心概念的历史渊源。在此前提下， “民族形

式”讨论的发起成为此时中国共产党突破内外力量

夹击的理论武器。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来说， 在共产国际的话语范畴内提出“民

族形式”， 是试图借助“民族”问题来为革命争夺话

语权和自主性， “从而挣脱共产国际的控制和支配， 
使中共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权和相应意识形

态的政党”［15］1497。循此逻辑来看， 毛泽东在《中国共

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 年）开篇讨论“爱

国 主 义 ”与“ 国 际 主 义 ”的 关 系 ， 也 就 顺 理 成

章了［5］520-521。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构建统一的意

识形态共同体的文化政治策略， 那么“民族形式”正

是由这种文化政治策略所催生的。有别于国民党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的“保守文化主义”［16］151-176，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政策显然更具国际视野，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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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结

合， 重在凸显“民族解放”和“世界解放”的双重意

涵。因此， “民族形式”讨论极为强调“人民性”特

征。这一修辞策略带有鲜明的文化政治意味， 有效

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支撑。从

文化政治的视野来看， 针对“民族形式”而展开的一

系列文艺运动是政党政治转型与理论建构的尝试。

从现代中国的历史衍变来看， “民族形式”和“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是抗战建国时期民族自主性的一体

两面， 这两个议题的提出和深化反映出 1920 年代

“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文化政治、 政党政治由强调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阶级论”向凸显现代民族国

家建设的“民族主义”转型的历史进程。

以上是“民族形式”讨论发起的历史背景。这

场波及面广的文化运动主要讨论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 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学/文艺； 第二， 如何利

用“旧形式” “民间形式”； 第三， 何为“民族形式中

心源泉”。归纳起来， 其关涉的是“革命文艺建设的

内部问题”和“新文学发展中的一般问题”［17］。出于

建设“革命文艺”的需求， “民族形式”论争才会应运

而生， 并由此成为文化界的重大事件， 其中有关

“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论战无疑构成民族形式讨

论的核心问题， 由此形成了两派观点， 一派强调民

间形式（即“坚持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论）， 代表人物

是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向林冰， 支持者有方白、 黄药

眠等人， 对立派则可称为“新文艺中心源泉论”， 后
者坚持“五四”新文艺的方向， 以葛一虹为代表， 支
持者有梅林、 艾青、 戈茅、 叶以群、 胡绳、 罗荪等。

“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最早出现在向林冰

所撰的《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文中。他力

倡抗战建国的“民族形式”须以“民间形式”为中心

源泉， 如此才能纠正“五四”新兴文艺与大众隔阂的

偏向： “如果以新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而拆散民间形式以溶解于新文艺形式之中， 则由于

口头告白性质的被去势， 必致丧失大众直接欣赏的

可能。”［18］158 向林冰所强调的“口头告白性质”的民

间形式以毛泽东“新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

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534为合法性来源， 
此种观点延续的仍是 1938 年通俗读物编刊社和中

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共同倡导的“旧瓶

装新酒”的文艺观——“旧瓶装新酒”是抗战初期通

俗文艺运动的基本方向［19］134。

向林冰的观点引起胡风、 鹿地亘、 艾青等人所

在的“七月社”的反驳。1938 年 4 月底， 胡风、 鹿地

亘、 艾青等八人召开“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

谈会， 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斥为“五四”大众

启蒙运动的“卑俗化”［20］。这一批评观点发表后， 通
俗读物编刊社迅速回应， 他们于同年 5 月 11 至

12 日召开座谈会， 通过解释“旧瓶装新酒”的意义予

以反驳。葛一虹发表《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 《民族

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等文章， 
反对向林冰将民间形式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

泉， 他认为“旧形式”虽然存在于民间社会， 但只是

“已濒于没落文化的垂亡时的回光返照”［21］164-166。葛

一虹从文化进化论的角度彻底否定了民间形式、 旧
形式作为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论点。大致来说， 

“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是通俗读物编刊社于抗

战初期寻找转型的产物， 向林冰批判地继承了胡适

的白话文学史观和 20 世纪 20 年代以歌谣为中心的

民间文学运动传统。不过由于过分强调民间形式

尤其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口头告白”性质， 这种观点

最终偏移了清末民初以来现代中国语文变革运动

“言文一致”的方向而暂告失败［1］， 学界对此已有不

少论述［22］， 此处不再赘述。

1941 年至 1942 年间， 文艺界出现了三篇较有

代表性的回顾“民族形式”的总结性文章， 即茅盾的

《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1941 年）、 唯明的

《抗战四年来的文艺理论》（1941 年）和防耳的《民族

形式的再提起》（1942 年）。三篇文章的共识是： “民

族形式”论争大致于 1941 年下半年、 最迟于 1942 年

上半年即已落下帷幕。当然，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民族形式”讨论起止于何时， 而是它究竟涉及哪些

文艺论题， 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持何种观点， 分别

采取了怎样的论述策略。以茅盾的文章为例， 有助

于分析“民族形式”讨论处于“总结”阶段的历史情

况。茅盾在文章里回顾了战区、 敌后抗日根据地、 
“沦陷地带游击区”等地抗战四年来文艺运动的发

展概况， 强调抗战文艺团体的建立和“文艺通讯员”

的大量培养对于“动员民众， 教育士兵”的重要性。

此外， 茅盾最主要的贡献是对“民族形式”论战做了

“定调”： “民族形式的论战， 现在早已结束了”， “由

于文艺中心点分散， 文艺据点的普遍建立， 大多数

既成作家之‘下乡’ ‘入伍’， 生活之改变， 并且由于

青年文艺从社会各阶层的涌现， ‘通讯员’运动之展

开， 以及作为最好的文艺干部训练所的敌后根据地

及游击区中的文艺团体之普遍成立——由于这一

切， 我们的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问题， 也就提到了一

个新的阶段”， 这一新的阶段便是“民族形式”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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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茅盾认为， “民族形式”应是内容和形式的统

一， 所谓“内容问题， 无疑的必须是抗战的现实”， 
而形式问题则“由从前的‘大众化’， 而更进一阶段， 
即所谓‘民族形式’这一口号”。借此， 茅盾在“大众

化”和“民族形式”之间建立起牢固的等级秩序， 表
明“民族形式”是“大众化”的更高阶段。最后， 茅盾

对“民族形式”作了如下定义： “‘民族形式’的正解， 
显然是指根植于现代中国人民大众生活， 而为中国

人民大众所熟悉所亲切的艺术形式。”［23］119-125 这就

意味着， 要创造“民族形式”就必须吸收优秀的“五

四”新文艺和世界文艺的传统， 淘汰封建落后的“民

间形式”。这些论断的矛头无疑都对准了向林冰的

“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论。

茅盾、 唯明和防耳等人的文章间接证明， 在新的

战争与文化政治语境下， “民族形式”讨论的重心已悄

然发生转向， 更强调抗战的“现实生活”与“现实主义

文艺样式”的关系。 “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论战在

向林冰回应了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24］之后告

一段落。据向林冰晚年回忆， 他退出舆论战场是源于

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的干预［25］。然而， 如果我们将“民

族形式”讨论视为辐射全国的话语“网络”［26］， 那么局

部运动的中断并不意味着这场话语纷争就此终结。

2　赵树理对“民族形式”讨论的介入

在“民族形式”讨论日趋激烈的情势下， 赵树理

也不忘予以热切关注。本文之所以将 1941 年确定

为赵树理“通俗化”实践的关键节点， 正是因为赵树

理在这一年代表通俗化研究会同仁以“吉提”（“集

体”的谐音）和“陶伦惠”（“讨论会”的谐音）的笔名

撰写了《通俗化“引论”》和《通俗化与“拖住”》两篇

文章。这是赵树理参与“民族形式”讨论的明证。

基于通俗化的文艺观和价值立场， 赵树理在文中针

对“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论”、 旧形式、 民间形式等问

题阐发自己的思考。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中心

区”延安， “民族形式”讨论虽然如茅盾 1941 年所言

“早已结束”， 但倘若我们将目光移至晋冀鲁豫边区

则会发现， 太行抗日根据地悄然接过了“民族形式”

讨论的“接力棒”——流焚的《谈谈文艺的民族形

式》、 刘备耕的《民族形式， 现实生活》及张秀中的

《关于“民族形式的主体”》等文章相继出炉， 代表了

身处“边缘”的解放区文艺界与“中心区”延安形成

了话语联动。在这种联动中， 赵树理执笔的两篇文

章显得尤为突出， 其中对通俗化观念的阐发， 为我

们管窥“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与“民族形式”问

题提供了别样的“地方性”视角。

表面上看， 《通俗化“引论”》与《“通俗化”与拖

住》意在宣传通俗化研究会的文艺观和创办宗旨， 
但从行文修辞和内容主旨来看却隐含着对向林冰

“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论的批判， 它们不仅定义了何

为“通俗化”， 还就如何处理“民间传统” “民间形

式” “旧形式”和“五四”新文艺的关系提出见解。同

样侧重民间口传文学传统， 赵树理的“通俗化”与向

林冰的“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论有何异同？他们对

民间传统抱持怎样的态度？

《通俗化“引论”》原载《抗战生活》“革新”号第 2卷

第 1 期（1941 年 9 月 25 日出版）， 旨在阐释“通俗化问

题上的一些基本概念”。这是通俗化研究会发表的首

篇重要文章， 其标题“引论”有“抛砖引玉”之意； 《通

俗化与“拖住”》则刊于《抗战生活》“革新”号第 2卷第

2期（1941年 10月 25日出版）。如果说前一篇旨在阐

明“通俗化”的概念与任务， 侧重“普及”； 那么第二篇

则以“提高”大众为己任， 对“通俗化”进行了实践操作

的示范， 侧重“提高”。在赵树理看来， “提高”可以借

助以下的四条路径来达成： 1） “改造大众的迷信落后

思想， 使其接受新的宇宙观”； 2） “向大众灌输科学知

识”； 3） “在文字方面， 使大众能逐步欣赏新形式， 不
局限于旧的鼓词小调”； 4）“注意大众语言的使用， 克
服其缺点， 并丰富之”［27］98。

就“普及”而言， 《通俗化“引论”》一文的内容可

归纳为“两个任务” “两个错误观点”和“几类人”。  
“两个任务”指“通俗化”的两层意义： 1） 从对抗战

的宣传动员来说， 通俗化是用“抗战读本” “大众文

库”所携带的“抗战知识”来取代和对抗“《七侠五

义》 《小上坟》”之类的旧式“小书”［28］， 因为它们“盘

踞着绝大的读者地盘”， 是“有毒的”。取代这类“小

书”便成了通俗化的“普及”任务； 2） 通俗化要肩负

起“普及文化， 提高大众”的任务， 要拿“彻底的新

的世界观”来取代“小书”和“‘习闻常见’中的落后

有害的意识”［29］69。  “两个任务”以“文化大众化”的

“新启蒙”为出发点， 赵树理认为， 要达成此目的， 
就必须把“通俗化”当作“‘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

梁”及通往“‘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在此基础

上， “通俗化”就成了“‘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

分”： “新启蒙运动， 一方面应该首先拆除文学对大

众的障碍； 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 使他

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29］68。为了实现“普及文

化， 提高大众”的目标， 赵树理甄别了“两个错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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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其一是将通俗化与通俗文艺混为一谈。在他

看来， 通俗化的范畴比“通俗文艺”更广， 前者涵纳

了通俗文艺， 而后者中所包含的落后、 封建的成

分， 需要被剔除和取代； 其二是将“通俗文艺”简单

地理解为“利用旧形式”： “好像除了模仿一些民歌、 
小调之外， 就没有什么通俗文艺， 也就没有了通俗

化！”［29］69 澄清这“两个错误”旨在说明： 通俗化是一

个广义的概念， 它包含通俗文艺和“利用旧的文艺

形式”等方面。只有廓清通俗化的定义、 作用和任

务， 才不至于和“一些旁的问题——如‘大众化”‘民

族化’甚至‘旧形式’ ‘民间形式’ ‘民族形式’等问

题都牵缠到一处”［29］67。由此可见， 无论从定义、 内
容还是任务来看， 赵树理等人所倡导的“通俗化”都

有别于“大众化” “民族化” “旧形式” “民族形式”等

概念。在文章中， 这些概念的缠结和关联虽然没有

得到彻底澄清， 但借助对文本的重读， 我们仍可以

判定， 赵树理所提倡的“通俗化”是一种具有包容性

和批判力的文艺观。作为一种手段， 通俗化的目的

是达成“新启蒙”的理想， 它是联结大众与文化的桥

梁， 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

《通俗化“引论”》没有明确提到向林冰， 但纵观

行文中对“几类人”的批判可知， 其矛头指向正是向

林冰的“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论。所谓“几类人”包

括： 1） 脱离大众的“文人学士”； 2） 认为通俗化轻

而易举的人； 3） 主观上区别对待“通俗化”与“不通

俗化”的人。在赵树理看来， 如果将通俗化理解为

人民大众“习见常闻”的东西， 只会让“旧的毒素不

知不觉间又替大众发扬起来”［29］70——此处要注意

的是， 这里的“习见常闻”来自向林冰的《论“民族形

式”的中心源泉》。在向林冰看来， “民族形式”中心

源泉只能是“大众所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 唯
有如此才能摆脱作为“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18］158

的“五四”新文艺的窠臼。向林冰的这一说法是用

“习见常闻”取代毛泽东“喜闻乐见”的概念， 并由此

认定“习见常闻”才是“争取文艺大众化——通俗化

的前提”［18］156（这一观点曾遭到郭沫若《民族形式“商

兑”》［24］一文的批驳）。向林冰所谓的“习见常闻”带

有鲜明的民粹主义立场， 容易造成对民间通俗文艺

以外的“新文艺”的遮蔽。从这点看， 赵树理的立论

构成了对“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论的警醒和反思。

《通俗化与“拖住”》写道： “本来‘民间形式’并不是

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所以通俗化读物利用旧形

式， 也只能是‘利用’， 并不是说通俗化读物应该限

于用旧形式。”［27］103 即是说， “利用旧形式”是“创造”

新形式的一种过渡手段， 如果局限于“利用旧形

式”， 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提高大众”的目标。这

一看法与郭沫若“民间形式的利用， 始终是教育问

题、 宣传问题， 那和文艺创造的本身是另外一回

事”［24］庶几相近。也就是说， 无论是“民间形式”还

是“旧形式”的利用，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教育民众， 
从而达到宣传动员的效果。抗战初期， 赵树理积极

投身通俗化实践， 正是出于这一愿景和诉求。

上述两篇文章表明， 赵树理对民族形式的看法

更接近中共左翼知识界的主流观点。值得注意的

是， 赵树理的讨论始终离不开“普及”与“提高”的辩

证关系。这是因为， 赵树理出身农村社会又介入新

文化运动， 深谙民众、 民间形式、 通俗化与知识精

英的话语之间的复杂关联， 他也借此表达了对“旧”

通俗文艺的批判和对“新启蒙”的向往。不过， 我们

不能忽视以下问题： 批判“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论并

不意味着赵树理完全拒斥“民间形式”［30］48。向林冰

以“口头告白性质”的民间文艺形式为重是本末倒

置， 赵树理则不然， 他对“民间形式”和“旧形式”的

利用是有条件的， 即他不唯“民间形式”和“旧形式”

是用， 而忽略其他文艺形式。结合赵树理抗战初期

的通俗化实践可知， 他确实大量汲取了“口头告白

性质”的民间形式（评书、 评话、 鼓词、 唱本等“旧”

通俗文艺中的有效部分）， 摒弃了其中陈旧落后的

“套数”， 进而平衡了“语艺”和“文艺”的关系。经过

这些， 他才能“真实”和“近情”地“描写时代生活”。

这些努力在 1943 年以后的“问题小说”（《小二黑结

婚》 《李有才板话》等）中得到了更好的呈现。

《通俗化“引论”》还是《通俗化与“拖住”》的“点

睛之笔”是“拖住”二字。  “拖住”源自鲁迅的《门外

文谈》， 赵树理将其理解为“普及”与“提高”的反面。

在《门外文谈》（1934 年）中， 鲁迅关注的是“大众语

文”的普及问题， 他将歪曲和利用“大众”的人分为

两类： 一类是以“大众”的名义来反对“五四”白话的

“新国粹派”——“新国粹派的主张， 虽然好像为大

众设想， 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31］726； 另一类是

“迎合大众” “博大众的欢心”的所谓“大众的新帮

闲”［31］725。显然， 赵树理提到的“几类人”中即包含

鲁迅讽刺的“新国粹派”和“大众的新帮闲”。这些

正是通俗化所拒斥的， 也是“新启蒙”着力批判的对

象。赵树理借鲁迅的“拖住”来驳斥“民族形式的中

心源泉”论， 旨在重申“五四”启蒙运动的“普及”与

“提高”之精神。因此可以说， “通俗化”其实是对

“新启蒙”的一种“降级”理解， 在赵树理这里约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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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启蒙”的同义词。细微区别在于， “新启蒙”是

形而上的哲学概念， 而通俗化在赵树理及其同路人

的推动下则充满了形而下的实践论色彩。

3　作为“新启蒙”的“通俗化”

在回溯了“民族形式”讨论的历史及赵树理对这

一讨论的介入后， 有必要重申赵树理的通俗化和“新

启蒙”的关系。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是“新启蒙”运动？

它指的是 1936年在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背景下以左

翼知识界和共产主义理论家为代表而发起的一场反

对专制蒙昧、 复兴启蒙精神的思想文化运动。1936年

9月， 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发表《哲

学的国防动员》（《读书生活》第 4 卷第 9 期）一文倡导

“新启蒙运动”， 文章认为在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境下， 
知识分子必须联合各界爱国人士组建起“大联合阵

线”［32］； 1936年 10月， 陈伯达进一步将新启蒙运动定

义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33］； 随后， 以艾思奇《中国

目前的文化运动》［34］20-24为发表、 上海左翼知识界举办

“新启蒙运动座谈会”及《认识月刊》成为上海“新启蒙”

理论阵地［35］201-202等为标志， 新启蒙运动如火如荼地展

开了。

随着抗战局势的日益严峻， 新启蒙运动逐渐分

化出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强调民主主义和自由

主义的精神和理念； 第二个方向则演变为中国共产

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流方向。新启蒙运动

的这一分化， 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

复杂关系。其中， 陈伯达提倡文化人必须深入基

层， 开展教育、 扫盲和破除迷信等活动， 联合新文

学家改造旧文化， 最终争取底层读者。

在新启蒙运动中——应该由亭子间中、 图书馆

中、 科学馆中的个人工作转向一切大中小学生联

合， 去作民间的通俗教育运动、 废除文盲运动、 各

种式样的破除迷信运动……应该和一切新文学家

联合， 去消灭那荒唐、 迷信、 诲淫诲盗的旧小说、 

旧鼓词， 把最广大的下层社会读者夺取过来。［36］

陈伯达的这种启蒙观指出了“五四”新文化的不

足， 同时强调“民间”的重要性， 为左翼文化和革命文

艺争取合法性和领导权奠定基础， 并与赵树理的通俗

化立场可谓异曲同工。张申府则倡导理性、 思想解放

和新知识普及， 以期完成“五四”未竟的启蒙理想。

启蒙就是打破启蒙， 扫除蒙蔽， 廓清蒙昧。因

此， 在字典上， 所谓启蒙就是脱离迷信、 破除成见

等意思。凡是启蒙运动都必有三个特性： 一是理性

的主宰； 二是思想的解放； 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

及。因为这样子， 所以凡是启蒙运动必然反迷信， 

反武断， 反盲从， 反权威， 反传统。［37］189

张申府所倡导的新启蒙以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性

主义传统为圭臬［38］， 他将“脱离迷信、 破除成见” “思

想解放” “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分别指认为践行新启

蒙运动的三个主要方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新启

蒙运动受挫， 但其精神薪火仍延续于抗战宣传运动。

1937年， 特区文化协会在延安成立， 张闻天提出文艺

界需适应抗战， 推动文化大众化、 中国化［39］。陈伯达

随后调整新启蒙运动的方向， 强调结合新内容与旧民

族形式， 借鉴苏联经验， 推动文化民族化和大众化， 
成为“民族形式”讨论的前提。这一点， 可见于陈伯达

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名义发表的《我们关

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一文：

苏联各民族文化的伟大发展的经验， 在这点上

正是足资我们深刻的参考的。从我们过去一切文

化运动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出来， 忽视文化上旧的民

族形式， 则新文化的教育是很难深入最广大的群众

的。因此， 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 二
者实在是不可分开的。［40］20

前文述及的陈伯达对于“民间的通俗教育运

动、 废除文盲运动、 各种式样的破除迷信运动”的

积极倡导， 为批判封建文化和落后思想扫清了障

碍， 而他在《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一文中

对苏联经验的借鉴， 亦为日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41］奠定了哲学基础。

那么， 赵树理的“通俗化”与“新启蒙”存在什么

样的关系呢？前文述及赵树理对“民族形式”讨论

的介入， 其背后有着对“新启蒙”精神的追求。具体

而言， 赵树理以“通俗化”沟通和连接“新启蒙”， 最
早体现在抗战初期于《新中国日报》上撰写的系列

文章上（这也是赵树理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

工作的明证之一［42］56）。陈伯达认为“五四”新文化

运动仍有未竟之志， 因此希冀借“新启蒙”重塑以

“人民”为主体的新型革命文化形态。与之相对， 赵
树理以通俗化为“桥梁”的“新启蒙”诉求则展现出

一种务实朴素的风格， 更多落实到文艺创作上。抗

战期间（1939 年至 1941 年）赵树理从事“办报”经

历［43］及创作大量通俗文艺， 不仅重燃了“新启蒙”的

薪火， 更与当时延安所展开的“民族形式”讨论遥相

呼应， 为我们理解“新启蒙”提供了一种“地方性”视

角。进言之， 赵树理对新启蒙精神的继承， 首先是

通过对“民族形式”讨论的介入来达成的， 而这些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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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其日后（1943 年以降）写作“问题小说”的前提。

甘浩、 朱康等学者将赵树理的“问题小说”视为“新

启蒙小说”［44］或“新启蒙故事”［4］， 其原因正在于此。

以赵树理 1943 年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为例， 这
篇“通俗故事”［45］是在《妨害婚姻治罪条例》颁布后

根据左权县一桩真实案例写成的。在故事层面， 小
说通过揭露二诸葛、 三仙姑等人的封建迷信思想， 
为小芹与小二黑的自由恋爱扫清了障碍； 在叙事层

面， 它采用“通俗故事”框架， 改写了古代才子佳人

模式， 从而达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效果。因此， 不
论在故事还是叙事上， 《小二黑结婚》都体现了赵树

理的“新启蒙”宗旨： “新启蒙运动， 一方面应该首

先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 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

旧的意识， 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29］

应该说， 赵树理借《通俗化“引论”》和《通俗化

与“拖住”》两篇文章“介入” “民族形式”讨论的意义

在于： 首先是厘清包裹在“新启蒙”外衣下的“通俗

化”为何物， 为其“通俗化”文艺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其次则是为 1943 年以降创作“问题小说”铺平道路。

概括来说， 赵树理对“民族形式”讨论的介入与其

“通俗化”探索实为一体两面， 通俗化不仅是文学创

作的基本手段， 更是其通达“新启蒙”的有效途径。

通过贴近大众语言与生活经验的通俗化表达， 赵树

理打破了横亘在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壁垒， 
进而激发大众的现代意识与革命意志。  “通俗化”

作为自下而上的“大众启蒙”， 悄然取代了“五四”新

文学自上而下的“市民启蒙”， 由此转化为“‘文化大

众化’的‘新启蒙’问题””［4］。要理解这一层关系， 
可以 1943 年的《李有才板话》为例。所谓“板话”， 
在阎家山村民看来近似于“快板”和“歌”。故事中， 
李有才由于作“板话”揭露了以阎恒元为首的旧势

力“丈地”时徇私舞弊的行为而被逐出阎家山。在

李有才离开后， 村里的青年人小顺和小福等学会了

编歌， 掌握了“板话”这种能够针砭时弊的民间艺术

形式。当村民在老杨同志的协助下推倒旧的村政

权， 顺当地建立起基层民主政权后， 李有才顺利

“归来”， 当选为夜校教员。这一“大团圆”的结局预

示着， “板话”这一来自民间的通俗文艺形式（“民族

形式”）只有进入“体制”才能获得“文化权力”， 进而

跃升为新的大众“启蒙”的工具［46］。

这说明， 赵树理对“民族形式”讨论的介入不但

发生于理论层面， 还体现在具体细致的创作实践层

面。《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可视为赵树理实

现“破除迷信” “灌输科学知识”等“新启蒙”目标的

文艺手段。相比《通俗化“引论”》和《通俗化与“拖

住”》的理论辨析， 后两者通俗的语言和幽默风趣的

行文， 将“新启蒙”的目的以深入浅出的文学形式呈

现出来。这也进一步证明， “通俗化”是通往“新启

蒙”的桥梁； 反过来， “新启蒙”又赋予了“通俗化”

思想深度， 二者构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是赵树理对

“民族形式”深入思索的历史结果。

4　结　语

“民族形式”讨论承接 1938 年关于“旧形式的利

用”的议题， 它不仅是一场文学论争或文艺论争， 
而且具有颇为复杂的文化政治意涵， 是“中国马克

思主义者有意识勾连历史与现实， 以‘民族形式’表

述置换民族主义， 获取政治和文化领导权， 建构新

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运动”［47］88。既往研究针对

“民族形式”讨论在延安和解放区的发起与嬗变， 已
有较为翔实的考证和丰富的论述。这些研究多聚

焦于宏观层面， 可视为“民族形式”讨论研究的“中

心观”。然而， 赵树理对“民族形式”讨论的介入， 
则为考察这段历史提供了另一种独特而重要的“地

方性”视角。1941 年， 赵树理主张发起“通俗化研究

会”， 又在抗战期间积极投身于抗战通俗文艺的创

作。这些无不表明， 赵树理介入“民族形式”讨论， 
离不开其对“新启蒙”精神的孜孜以求。他以贴近

民众、 贴近生活的创作风格， 将“民族形式”与“新

启蒙”精神有机结合， 为文艺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

因此， 我们不妨将“通俗化”实践视为透视“民族形

式”和“新启蒙”运动历史关系的有效中介。通过这

一中介， 我们得以更深入地理解“民族形式”在地方

层面的嬗变， 以及“新启蒙”运动如何在文艺领域落

地生根， 进而揭示两者复杂的历史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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